
摘要：本文建立了劳动参与方程的参数模型和半参数模型，用于分析中国城镇居民不同

收入群体的劳动参与行为。研究结果表明：在所有收入群体中，劳动参与的工资弹性远大于收
入弹性，女性劳动参与的工资弹性和收入弹性均大于男性劳动参与的工资弹性和收入弹性；

随着家庭收入的提高，女性和男性劳动参与的工资弹性和收入弹性均呈现递减趋势，且低收

入群体劳动参与的工资弹性和收入弹性要明显大于其他收入群体的工资弹性和收入弹性。因
此，设计和实施针对低收入群体而非高收入群体的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不仅能够有效地缓

解城镇居民失业问题，而且有助于抑制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持续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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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过程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劳动力市场

绩效不断提高，但城镇居民失业却一直是近年来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突出问题。 理论

上政府通过设计和实施相应的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失业问题，但公共

政策的就业效应取决于城镇居民的劳动参与行为反应（Heckman et al.，1999）①。 由于不同的
公共政策通常作用于不同的收入群体，因而分析不同收入群体的劳动参与行为就显得尤为必

要。
研究不同收入群体劳动参与行为势必需要首先将总样本按收入划分成若干子样本，然后

应用劳动参与方程对每个子样本进行回归分析， 最后比较不同收入群体劳动参与行为的差

异。然而，劳动参与行为经验研究的经典方法———结构法，通常假设支配参与决策的解释变量

在统计上服从某种形式的分布，进而将劳动参与方程直接设定为 Probit 模型或 Logit 模型，并
应用截面数据对劳动参与方程进行参数估计（Blundell and MaCurdy，1999）。当所使用的样本
是所分析对象总体的一个随机抽样时，将劳动参与方程设定为参数模型通常是合理的。 但如

果将样本分成若干子样本，则某些子样本很可能不满足参数模型设定的假设，应用参数模型

势必会导致有偏和不一致的估计量，进而形成不恰当甚至是错误的统计推断②。

20世纪 90年代中期，Eissa（1995）提出分析特定群体劳动参与行为的经验研究方法———
自然实验法，以公共政策作为自然实验，应用参数模型控制个体异质性，通过比较政策实施前

后个体的劳动参与状态来分析特定群体劳动参与行为。但自然实验法并不适合分析不同收入

群体的劳动参与行为，主要源于：首先，政策变动本身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事件，政策变动前后

的微观数据不易获取， 故自然实验法适用的场合非常有限 （Cahuc and Zylberger，2004）；其
次，自然实验法仅可以用于分析受政策变动影响群体的劳动参与行为，而无法分析其他群体

的劳动参与行为；最后，自然实验法中控制个体异质性的参数模型同样可能存在模型误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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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
中国城镇居民劳动参与行为研究起步较晚，主

要源于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微观调查数据相对匮乏。
目前，主要研究集中于应用结构法分析居民整体劳

动参与行为方面（于洪，2004；姚先国、谭岚，2005；
余显才，2006；杜凤莲，2008；张世伟、周闯，2009）。
尽管张世伟等（2008a，2008b）应用自然实验法分别
分析了城镇居民中纳税群体和贫困群体的劳动参

与行为， 且通过对他们的研究结果比较可以发现，
贫困群体劳动参与的工资弹性明显大于纳税群体

劳动参与的工资弹性，但其他收入群体劳动参与的

工资弹性却是未知的。
本文认为半参数模型可能是分析不同收入群

体劳动参与行为的一个有效途径。 目前，国外学者

已成功地将半参数模型应用于劳动参与行为分析

（Martins，2001；Goodwin and Holt，2002），但这些研
究的对象均为劳动力总体，且仅将简化式劳动参与

方程设定为半参数模型③。 本文拟进一步，建立简化

式和结构式劳动参与方程的参数模型和半参数模

型，根据数据特征选择合适的模型分析不同收入群

体的劳动参与行为。 本文第二部分将论述分析方

法，包括工资方程的估计方法和劳动参与方程的参

数与半参数估计方法以及参数估计的设定检验；第

三部分对本文分析所使用的数据进行统计描述；第

四部分对工资方程和劳动参与方程的估计结果进

行分析；最后给出本文的研究结论。

二、分析方法
劳动供给理论认为个体的劳动参与决策取决

于其所面对的市场工资水平和自身的保留工资水

平，因而市场工资是劳动参与方程中的重要影响因

素。 然而，由于非参与个体的市场工资的不可观测

性，必须通过对工资方程估计来预测非参与个体的

工资水平。

（一）工资方程的参数估计方法

在工资方程的估计中，需要解决样本选择偏差

问题。 解决样本选择偏差问题的传统参数估计方法

是 Heckman（1979）两阶段估计方法，Heckman 两阶
段估计方法的第一阶段通过估计简化式劳动参与

方程（选择方程）得到逆米尔斯比（inverse mills ra-
tio）， 第二阶段通过将逆米尔斯比作为工资方程的

一个解释变量修正工资方程的样本选择偏差。
假设简化式劳动参与方程可以表示为：

pi*=α1Yi+Zi＇α2+ui
（1）

其中，pi*表示不可观测的决定个体是否劳动参
与的潜在变量，pi表示个体是否劳动参与（1 表示参
与，0 表示未参与），Yi 表示个体 i 的非劳动收入，Zi

表示其他影响个体 i是否劳动参与的解释变量 （不

包括市场工资），α1 和 α2 表示系数，ui 为随机扰动
项。
在假设 ui~N（0，1）情况下，简化式劳动参与方

程即为一个 Probit 模型，可以应用极大似然估计法
进行估计。 根据简化式劳动参与方程可以得到逆米

尔斯比：

其中， （·）和 Φ（·）分别表示标准正态分布的

概率密度函数和分布函数。 用逆米尔斯比对工资方

程进行修正可以解决样本选择偏差问题，修正样本

选择偏差的工资方程可以表示为：

（3）
其中，wi 表示个体 i 的小时工资，Xi 表示个体 i

小时工资的影响因素，β1 和 β2 表示系数，εi~N（0，
σ2）。
根据人力资本理论，个人工资水平差异主要决

定于人力资本的差异。 人力资本主要包括知识和技

能，个体的知识水平主要体现于受教育年限，而个

体的技能水平主要体现于工作经验 ；Griliches
（1977）指出，传统 Mincer 工资方程忽略了个体能力
的异质性，存在个体能力偏差问题，应在工资方程

设定中考虑个体能力以对个人能力的异质性加以

控制。 依据中国的经验事实，个体中学毕业学校、中

学成绩和上大学形式可以作为个体能力的体现。 根

据 Shultz（1988）的观点，家庭教育背景对个体技能
和受教育质量具有重要影响，进而会对其工资水平

产生影响。 此外，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也会对个体

工资水平产生重要影响。 因而，本文将受教育年限、
工作经验（工作经验平方）、父亲（和母亲）大学毕业

（虚拟变量，以非大学毕业为参照组）、重点中学毕

业（虚拟变量，以普通中学为参照组）、中学成绩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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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虚拟变量，以成绩中下为参照组）、考上大学（虚

拟变量，以非通过高考上大学为参照组）和所处地

区作为工资方程的解释变量。

（二）工资方程的半参数估计方法

在简化式劳动参与方程中，如果随机扰动项不

服从 N （0，1）， 则基于 Probit 模型的估计是不恰当
的， 因而有必要对 Probit 模型进行设定检验。 当
Probit 模型的解释变量中存在离散变量时， 可以将
样本按照离散解释变量分割成若干个子集，应用传

统的频数估计法进行模型的设定检验。然而，Hsiao、
Li 和 Racine（2007）认为当样本数量有限或者解释
变量的数量相对于样本来说较多时，将样本按离散

变量分割的每个子集将没有足够的观测值产生可

信的参数估计，从而会产生有限样本效率损失问题

（当方程解释变量中存在离散变量时， 对样本进行

分割的频数估计具有较低的势（power））。 他们提出
对具有离散解释变量参数模型的设定检验方法，即

参数模型正确设定的原假设可以表示为：

H0：对于任一 β∈B，有 P[E（yi│xi）=m（xi，β）]=1
其中，m（·，·）是已知的函数形式，β 是 p×1 维

未知的参数向量 ，B 是 Rp 的一个紧子集 （compact
subset）。 原假设 H0的备择假设可以表示为：

H1：对于任一 β，有 P[E（yi│xi）=m（xi，β）]＜1
检验的统计量定义为：I=E[uiE（ui│xi）f（xi）]，其

中 ui=yi-m（xi，β），当且仅当 H0为真时，I=0。I的样本
形式可以表示为：

（4）

其中，ui=yi-m（xi，β）是原假设中参数模型的残
差，β是在原假设H0下β的 一致估计量，E-i （ui│xi）
f-i（xi）]是E（yi│xi）f（xi）的leave-one-out核估计量，Kγ，

ij=Wh，ijLρ，ij（γ=（h，ρ）），W是连续自变量的核函数，L是
离散自变量的核函数，h是连续自变量的平滑参数向
量，ρ是离散自变量的平滑参数向量 。 Hsiao、Li和
Racine建议使用交叉—鉴定（Cross-Validation）方法
选择平滑参数向量 h和 ρ， 使 用 CV平 滑 参 数

（假设xi中连续变量的个数为q，
离散变量的个数为r）代替（4）式中的（h1，……，hq，ρ1，

……，ρr）可以得到基于CV的检验统计量In。 Hsiao、Li
和Racine进一步证明在原假设H0下，

，

其中，σ（xi）=E（ui
2），Ω 的一个一致估计量可以

表示为：

因而，在原假设 H0下可以得到：

当 Jn检验被拒绝时，说明假定随机扰动项服从
N（0，1）是不恰当的，简化式劳动参与方程不是一个
参数模型，而是一个半参数模型，应该使用半参数

估计方法进行估计。 半参数估计方法放松了参数模

型中随机扰动项服从特定分布的假设， 则个体 i 劳
动参与的概率可以表示为：

（8）
其中，F（·）函数形式未知，模型为一个半参数

单指示模型④（semi-parametric single index model）。
对于这类模型的估计有许多方法，如半参数极大似

然估计（Klein and Spady，1993）、平滑最大计分估计
（smooth maximum score estimator）（Horowitz，1992）
和半参数最小二乘估计（Ichimura，1993）等。本文应
用半参数最小二乘估计法进行估计，系数估计值可

以通过最小化下面的式子得到：

其中， 为 的非参

数估计量。
在参数估计方法下， 逆米尔斯比项可以依据

（2）式得到。 然而，在半参数估计方法下，由于函数
形式未知，因而不能准确地得到逆米尔斯比的表达

形式。 Newey（1999）提出可以通过一个多元函数序
列得到逆米尔斯比的近似表达式，主要思想为尽管

并不知道逆米尔斯比的准确形式，但是可以确定的

是逆米尔斯比是单指示 的函数，因而可

以通过单指示的一个多元函数序列近似表达逆米

尔斯比。 逆米尔斯比可以近似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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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κj 为未知的系数，τi 为已知的基础函数

（basis function），是 α1Yi+Zi＇α2的函数，J是基础函数
的项数，通过增加 J可以得到更加灵活的近似函数，
但是却以需要估计更多的参数为代价。 J 的项数可
以通过交叉—鉴定方法来确定。 Newey 给出基础函
数的近似形式：

（11）
其中， 为半参数单指示模型的拟合值 （即 F

（α1Yi+Zi＇α2））， 为 pi 对 进行 Probit 回
归所得的系数估计值。 最后，用方程（10）中的 λi代

替方程（3）中的 λi可以得到简化式劳动参与方程为

半参数模型的情况下，修正样本选择偏差的工资方

程。

（三）结构式劳动参与方程的估计方法

在得到工资方程的估计结果后，可以对结构式

劳动参与方程进行估计从而得到市场工资对劳动

参与概率的影响。 结构式劳动参与方程可以表示

为：

（12）

其中，γ1、γ2和 γ3表示系数， 从而个体 i 劳动参
与的概率可以表示为：

（13）
根据搜寻匹配理论，个体所面对的市场工资水

平越高，个体参与劳动力市场的概率越大；根据劳

动供给生命周期理论，个体在整个生命周期内劳动

参与形式并不相同；根据人力资本理论，个体的人

力资本水平会影响个体劳动参与的概率；根据家庭

劳动供给理论，家庭情况会影响个体的劳动参与概

率。 根据区域经济理论，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越高，个

体参与劳动力市场的概率越大。 因此，本文将工资

水平，表示生命周期劳动参与的年龄，表示人力资

本水平的受教育年限与身体健康情况 （虚拟变量，
以身体差为参照组），表示家庭情况的户主（虚拟变

量，以家庭成员为参照组）、学龄前孩子（虚拟变量，
以没有 6 岁以下孩子为参照组）与非劳动收入（非
劳动收入仅包括家庭其他人收入和家庭其他收入）
和表示经济环境的东、中、西部地区作为劳动参与

方程的解释变量。

F（·）的函数形式取决于 υi的分布形式，当 υi~N

（0，1）时，为 Probit 模型，可以应用极大似然估计方
法进行估计，根据方程的估计结果可以计算劳动参

与的工资弹性和收入弹性分别为：

其中，lfp 表示劳动参与率，Y 为非劳动收入的
均值。
但当 υi的分布形式未知时，F（·）为半参数单指

示模型，可以应用前文介绍的半参数估计方法进行

估计，根据方程的估计结果可以计算劳动参与的工

资弹性和收入弹性分别为：

三、数据的统计描述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

究所“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分配”课题组 2002 年住户
抽样调查数据，该调查在国家统计局大样本二次抽

样的基础上得到，覆盖了中国东、中、西三大地区 12
个省和直辖市⑤的 60 多个城市近万个家庭，调查内
容涉及个人（和家庭）基本人口信息、收入与财产信

息和劳动力市场状态信息。 由于调查中的已婚个体

占据了劳动年龄人口的绝大多数，并且考虑到结合

成家庭的个体劳动参与行为与单身个体劳动参与

行为的影响因素存在较大差异，本文将样本范围限

制为结合成家庭并且夫妻双方均小于 60 岁的劳动
年龄人口。 进一步，本文从样本中删除了丈夫或妻

子为离休、退休、提前退休或丧失劳动能力的家庭，
最后得到 4029 个家庭样本。 本文将在 2002年有过
就业经历界定为劳动参与 ， 包括 2002 年底就业
（2002年部分时间就业或全年就业）和 2002 年底失
业但 2002年部分时间失业⑥。 表 1给出样本中男性
和女性劳动力处于各种劳动力市场状态的人数分

布，可以发现男性和女性劳动参与率分别为 94.81%
和 83.35%，男性劳动参与率明显大于女性劳动参与

率 ； 男性和女性全年失业率分别为 4.91%和
10.67%，男性失业率明显低于女性失业率。
为了分

析不同收入

群体的劳动

参与 行 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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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将所有家庭按收入由低到高平分成 4 个子
群体。 表 2给出了样本中女性和男性不同收入群
体劳动参与个体工资影响因素的描述统计量，可

以发现无论女性还是男性，个体小时工资与家庭

收入明显呈正相关关系。 随着家庭收入的增加，
受教育年限、工作经验、重点中学毕业比例、学习

成绩良好比例和通过高考上大学比例均呈现出

不断上升趋势；高收入群体中父亲和母亲大学毕

业比例均高于其他 3 个收入群体，而低收入群体
父亲和母亲大学毕业比例均低于其他 3 个收入
群体，这些统计结果均与理论预期一致。
表 3 给出了女性和男性不同收入群体劳动

参与影响因素的描述统计量，可以发现由低收入

群体至高收入群体，工资水平和劳动参与率均呈

现不断上升趋势；在反映生命周期劳动参与的年

龄变量中，高收入群体平均年龄要大于前 3 个收

入群体， 而前 3 个收入群体平均年龄无较大差异；反
映人力资本情况的受教育年限均呈现出上升趋势；反

映家庭情况的学龄前孩子比例呈递减趋势，非劳动收

入（年收入，下同）呈增加趋势，女性户主比例呈增加

趋势，而男性户主比例呈递减趋势。

四、估计结果
（一）工资方程的估计结果

表 4 给出了应用参数方法对女性和男性工资方
程估计的结果，可以发现女性和男性选择方程参数模

型设定检验 Jn 统计量的估计值分别为 0.9797 和
0.2167，都没有拒绝原假设，说明参数模型估计的结果
是恰当的。 女性和男性工资方程中的选择修正项都是

显著的，说明修正样本选择偏差是必要的。 从女性和

男性简化式劳动参与方程（选择方程）的估计结果中

可以发现，随着年龄的增长，个体劳动参与概率逐渐

下降，与生命周期理论的预期相符；健康的身体和较

高的受教育年限均会增加个体劳动参与的概率，与人

力资本理论的预期相符；户主身份对个体劳动参与概

率具有正向影响，说明户主需要承担更多的家庭收入

责任；具有学龄前孩子对女性劳动参与的概率具有负

向影响，说明女性需要花费一定的时间照看年幼的孩

子；非劳动收入的增加对女性劳动参与的概率具有负

向影响，说明收入效应在发挥作用；相反，学龄前孩子

和非劳动收入对男性劳动参与概率没有显著影响，说

明男性的劳动参与受到家庭情况的影响较小，与劳动

供给理论的预期和相关经验研究结果相符；与东部地

区相比，中部与西部地区的女性和中部地区的男性劳

动参与概率明显降低，主要源于东部地区工资水平明

显高于中部和西部，较高的工资水平导致了较高的劳

动参与概率。
从女性和男性工资方程的估计结果中可以发现，

受教育年限对个体工资具有正向影响，经验对个体工

资的影响呈倒 U 型趋势， 与人力资本理论的预期相
符；在表示家庭教育背景变量中的父亲大学毕业对个

体工资具有正向影响，但母亲是否大学毕业对个体工

资的影响并不显著； 代表个体能力的重点中学毕业、
中学成绩优良和通过高考入大学对个体工资均具有

正向影响，与工资理论预期相符；中部和西部地区个

体的工资水平明显低于东部地区个体的工资水平，既

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一致，也暗示着中国劳动力市场

中国城镇居民不同收入群体的劳动参与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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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一定的地域分割性。
对比女性和男性工资方程的估计结果可以发现，

受教育年限、 经验和表示个人能力的 3个解释变量对
女性工资的影响要大于对男性工资的影响，说明

人力资本和个人能力在决定女性工资水平的过

程中发挥了更大的作用。男性工资方程中代表地

区经济环境差异的中部和西部变量的系数绝对

值要大于女性系数的绝对值，说明男性工资的地

区差距要大于女性工资的地区差距。从劳动经济

学中比较关注的教育收益率指标来看，女性和男

性的教育收益率分别为 5.63%和 5.48%，说明女

性的教育收益率略高于男性的教育收益率，与国

内相关的经验研究结果是一致的。

（二）劳动参与方程的估计结果

由于工资方程参数模型设定检验的原假设

并没有被拒绝，因而可以采用工资方程的参数估

计结果对每个个体的市场工资进行预测，并将预

测的市场工资水平作为解释变量引入结构式劳

动参与方程。表 5给出了女性和男性不同收入群
体劳动参与方程参数模型设定检验的 统计

量，可以发现除女性低收入群体、男性低收入群

体和男性高收入群体没有拒绝参数模型的设定

形式外，其他收入群体均拒绝了参数模型的设定

形式，说明如果仅研究女性低收入群体、男性低

收入群体和男性高收入群体的劳动参与行为，则

应用参数模型是合适的；但如果需研究所有收入

群体的劳动参与行为，则必须应用半参数模型。
表 6给出了参数模型下女性低收入群体、男

性低收入群体和男性高收入群体劳动参与方程

的估计结果，可以发现对这 3 个群体中的个体来
说， 小时工资对个体劳动参与的影响是正向的，
说明随着工资率的提升， 个体倾向于劳动参与；
年龄对个体劳动参与的影响是负向的，说明随着

年龄的增长，个体倾向于退出劳动

力市场；受教育年限对个体劳动参

与概率具有负向影响，主要源于受

教育水平较高的个体，其保留工资

较高， 在相同的市场工资水平下，
劳动参与概率将会较低；在相同的

市场工资水平下，中部和西部地区

个体劳动参与概率要大于东部地

区个体劳动参与概率。这些估计结果与经济理论

预期和经济现实是相符的。
表 7 和表 8 分别给出了半参数模型下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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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男性不同收入群体劳动参与

方程的估计结果⑦， 通过与表 6
中相应群体劳动参与方程的估

计结果对比可以发现，解释变量

对个体劳动参与影响的方向是

一致的，说明半参数模型估计的

结果是稳健的。 从表 7中估计结
果可以发现，小时工资对各收入

群体女性劳动参与概率均具有正向影响，并且边际

效应呈递减趋势，小时工资对低收入群体女性劳动

参与概率的边际效应最大（0.7270），而对高收入群
体女性劳动参与概率的边际效应最小 （0.2313），主
要源于低收入群体保留工资水平较低；年龄对每个

收入群体女性劳动参与概率都具有负向影响；身体

健康对高收入群体女性劳动参与概率具有正向影

响， 而对其他收入群体劳动参与概率没有显著影

响；受教育年限对各收入群体女性劳动参与概率均

具有负向影响，且边际效应呈递减趋势，说明在相

同的市场工资水平下，受教育年限对收入较低家庭

女性劳动参与概率影响较大，主要源于受教育年限

与保留工资水平正相关；学龄前孩子对低收入群体

和中低收入群体女性劳动参与概率具有显著正向

影响，而对其他收入群体女性劳动参与概率并没有

显著影响，说明较低收入家庭更需要通过劳动参与

增加家庭收入以抚养幼儿；非劳动收入对各收入群

体女性劳动参与概率均具有负向影响，并且边际效

应呈递减趋势 ， 对低收入群体边际效应最大 （-
0.2482），而对高收入群体边际效应最小（-0.0021）；
代表地区经济环境差异的中部和西部代理变量在

各收入群体女性的劳动参与方程中均显著为正，说

明在各地区市场工资水平相同的情况下，中部和西

部地区各收入群体女性劳动参与概率均要大于东

部地区相应收入群体女性劳动参与的概率。
根据方程（15）可以计算每个收入群体女性的

劳动参与弹性。 由低收入群体至高收入群体，女性

劳动参与的工资弹性分别为 1.0899、0.6078、0.4297
和 0.3583， 而女性劳动参与的收入弹性分别为-
0.2858、-0.2270、-0.1324 和-0.0087，说明女性劳动
参与的工资弹性和收入弹性均随家庭平均收入的

增加而递减，家庭收入越低的女性对工资和收入变

动的劳动参与行为反应越敏感。 由于每个收入群体

中女性劳动参与的工资弹性均大于劳动参与的收

入弹性，说明女性劳动参与的替代效应远大于收入

效应，工资率的提升将会促进女性的劳动参与。
从半参数模型下不同收入群体男性劳动参与

方程的估计结果中可以发现，与女性类似，小时工

资对各收入群体男性劳动参与概率均具有正向影

响，对劳动参与概率的边际影响由低收入群体至高

收入群体呈递减趋势，小时工资对低收入群体男性

劳动参与概率的边际效应最大（0.3942），而对高收
入 群 体 男 性 劳 动 参 与 概 率 的 边 际 效 应 最 小

（0.0891）； 年龄对各收入群体男性劳动参与概率都
具有负向影响；身体健康对低收入群体男性和高收

入群体男性劳动参与概率的影响显著为正，而对其

他收入群体男性劳动参与概率的影响并不显著；受

教育年限对各收入群体男性劳动参与概率的影响

为负，且边际效应呈递减趋势；学龄前孩子对低收

入群体男性劳动参与概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而对

其他收入群体男性劳动参与概率的影响并不显著，
说明低收入群体男性需要为培育孩子付出更多的

劳动；非劳动收入对各收入群体男性劳动参与概率

均具有负向影响，且边际效应呈递减趋势，对低收

入群体男性劳动参与边际效应最大（-0.2110），对高
收入群体男性边际效应最小（-0.0059）；代表地区经
济环境差异的中部代理变量和西部代理变量在各

收入群体男性劳动参与方程中均显著为正，说明在

各地区市场工资水平相同的情况下，中部和西部地

区各收入群体男性劳动参与概率要大于东部地区

相应群体男性劳动参与的概率。
同样，根据方程（15）可以计算各收入群体男性

的劳动参与弹性。 由低收入群体至高收入群体，男

性劳动参与的工资弹性分别为 0.4405、0.1554、
0.0656 和 0.0913， 劳动参与的收入弹性分别为-
0.1068、-0.0678、-0.0562 和-0.0133，说明男性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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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的工资弹性由低收入群体至中高收入群体基

本呈递减趋势，虽然高收入群体男性劳动参与的工

资弹性要大于中高收入群体，但明显小于前两个收

入群体男性劳动参与的工资弹性；每个收入群体男

性劳动参与的收入弹性都很小，并且劳动参与的收

入弹性由低收入群体至高收入群体呈递减趋势，说

明收入较低的家庭对工资和收入变动的劳动参与

反应较敏感。 每个收入群体中男性劳动参与的工资

弹性都远大于劳动参与的收入弹性，说明男性劳动

参与的替代效应远大于收入效应，工资率的提升将

会促进男性的劳动参与。
工资和收入对城镇居民劳动参与的边际影响

远大于其他因素对劳动参与的边际影响，说明工资

和收入是城镇居民劳动参与的最主要影响因素。 低

收入群体劳动参与的工资和收入弹性较大，而高收

入群体劳动参与弹性较小，主要源于低收入群体家

庭收入较低，人力资本水平和个人能力较低，工资

和收入的变动对其家庭效用影响较大，故保留工资

水平较低。 因此，提升工资和收入将会为低收入群

体带来较大效用，更易于使得市场工资高于其保留

工资，能够明显促进其劳动参与。

五、结论
为了加深对中国城镇居民劳动参与行为的理

解， 为了使得劳动力市场政策的设计更具针对性，
本文提出将城镇居民总样本按照家庭收入由低到

高分成若干子样本，并通过劳动参与方程的参数模

型或半参数模型分析每个子样本劳动参与行为的

研究思路。 这种研究思路可能不仅可以用于劳动参

与行为的分析，而且可以应用于其他经济学问题的

分析，如不同收入群体的消费行为等。 由于劳动参

与方程参数模型设定检验的 统计量拒绝了大部

分收入群体参数模型估计的结果，说明半参数模型

所得的结果是比较稳健的，且对参数模型进行设定

检验是必要的。
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 在每个收入群体中，女

性劳动参与的工资弹性和收入弹性均大于男性劳

动参与的工资弹性和收入弹性，说明女性劳动参与

行为更易受到工资和收入变动的影响，这与发达国

家的经验研究结果是一致的 （Blundell and MaCur-
dy，1999）；女性和男性劳动参与的工资弹性均远大

于收入弹性，即替代效应大于收入效应，说明中国

城镇居民劳动参与处于倒 C 型曲线的前半段，工资
水平的提升将会促进城镇居民（尤其是女性）的劳

动参与，有助于城镇居民就业率的上升。
随着家庭收入的提高，女性和男性劳动参与的

工资弹性和收入弹性均呈现递减趋势，且低收入群

体劳动参与的工资弹性和收入弹性要明显大于其

他收入群体的工资弹性和收入弹性，说明低收入群

体劳动参与行为对工资和收入的变动比较敏感，主

要源于低收入群体保留工资水平较低。 由于低收入

群体的劳动参与率明显低于其他收入群体，而失业

率却高于其他收入群体，因此设计和实施针对低收

入群体工资提升的劳动力市场政策，如适当地提高

最低工资标准，将能够有效地促进低收入群体的劳

动参与，进而在较大程度上缓解城镇居民失业的问

题⑧。 相反，由于高收入群体劳动参与的工资弹性和

收入弹性较低， 对工资和收入变动反应不太敏感，
设计和实施针对高收入群体工资提升的劳动力市

场政策，如工薪所得税减除费用标准提升，对促进

就业的作用效果将不明显。
由于中国正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

程中， 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城镇贫困和收入差距问

题，城镇贫困的一个重要成因是家庭成员失业。 由

于城镇居民劳动参与的收入弹性为负值，那么单纯

的收入维持政策（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和失业保险

制度）只能在短期内缓解城镇贫困问题，无法促进

低收入群体的劳动参与，因而无法从根本上使其摆

脱贫困的处境。 由于低收入群体劳动参与具有较大

的工资弹性，因而设计和实施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

策 （如提供公共岗位和就业补贴等）， 改善就业环

境，促进低收入群体的劳动参与和就业，不仅能够

有效地削减城镇贫困，而且有助于抑制城镇居民收

入差距的持续扩大。

（作者单位：吉林大学数量经济研究中心；责任

编辑：蒋东生）

注释

①按照 Heckman（1993）的观点，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不
仅影响居民劳动参与（广度变化），而且影响居民工作时间（深度
变化）。 但 Blundell 和 MaCurdy（1999）通过对大量经验研究成果
总结后提出，劳动参与变化远比工作时间变化重要。 由于就业问
题主要关注劳动参与而非工作时间， 故本文将研究对象锁定为
劳动参与行为分析。
②事实上， 即使是来自一个总体的样本有时也不满足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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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的假设条件 （Gerfin，1996；Fernández and Rodríquez-Poo，
1997）。

③解释变量中包含市场工资的劳动参与方程称为结构式劳
动参与方程， 而解释变量中不包含市场工资的劳动参与方程称
为简化式劳动参与方程， 简化式劳动参与方程无法分析工资对
劳动参与的影响（Killingsworth，1983）。
④单指示模型将因变量 y 和指示形式 x＇θ 通过函数联系起

来，一般形式：y=φ（x＇θ）+υ，E（υ│x）=0，θ 只可规模识别。 当 φ（·）
函数形式未知时，除已知 E（υ│x）=0 外，无法获得具体形式函数
分布（Stroker，1986）。
⑤其中，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市、辽宁省、江苏省和广东省，中

部地区包括安徽省、河南省、湖北省和山西省，西部地区包括重
庆市、四川省、云南省和甘肃省。
⑥国外的研究一般将调查时点前的一段时期内有过工作经

历界定为劳动参与，例如 Eissa（1995）将在调查时点的前一年中
工作一小时以上界定为劳动参与。
⑦由于半参数单指示模型只能规模识别， 因而需要将某一

解释变量的系数固定为 1，本文将户主的系数固定为 1。 尽管半
参数单指示模型所得系数估计值与 Probit 模型所得系数估计值
的大小存在明显差异（主要源于户主系数固定为 1 所致），但在
两种模型的估计结果中解释变量对劳动参与概率的边际影响并

无较大差异。
⑧理论上就业和失业不仅取决于劳动供给， 而且取决于劳

动需求。 但近年来中国许多地方政府陆续提出针对低收入群体
的“4050”就业扶持计划和“零就业家庭”就业扶持计划等，并相
应地提高了最低工资标准， 则城镇居民的就业和失业主要取决
于居民的劳动参与（张世伟等，200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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